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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循环的历史密码：中国古代平民叛乱中的权力-资源-人口三角关系 

胡钧乾 

（云南财经大学，云南省昆明市，650221；24566731@qq.com） 

摘  要：本文以中国古代社会平民叛乱为研究对象，系统剖析了剥削与掠夺在经济、制度层面的作用机制及

其对王朝稳定的颠覆性影响。通过量化分析秦至清 2000 余年间 500 余次平民叛乱的时空分布规律，揭示了土

地兼并、赋税苛重、官僚腐败等制度性剥削如何将平民生存需求压缩至临界点，而自然灾害与权力掠夺的叠

加效应则直接触发群体性反抗。研究表明，权力垄断型经济结构下，剥削的常态化与掠夺的突发性构成“制

度性暴力”，其本质是社会资源分配权失衡导致的生存伦理崩塌。论文进一步提出，破解叛乱循环的关键在

于构建多维权力监督机制，通过制度约束、技术赋能与社会参与实现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从而消解“官逼民

反”的历史惯性。 

关键词：中国古代社会；平民叛乱；剥削；掠夺；权力监督；制度性暴力 

引言 

中国古代社会绵延两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平民叛乱始终如影随形，成为王朝兴衰更替的重要推动力。

从秦末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到明末李自成“均田免赋”的号召，底层民众的抗争不仅改

写了政权归属，更深刻揭示了传统社会权力结构与资源分配的内在矛盾[1]。这一历史现象引发了一个核心问

题：为何在高度成熟的中华文明体系中，平民叛乱会呈现出周期性爆发的特征？ 

现有研究多从单一视角解读叛乱成因，或聚焦于自然灾害等外部冲击[2]，或强调制度缺陷的结构性影响

[3]，却鲜有研究系统剖析权力、资源与人口三者的动态互动关系。本文试图突破传统分析框架，提出“权力-

资源-人口”三角关系模型，认为中国古代平民叛乱的本质，是权力垄断型社会下资源分配失衡导致的生存伦

理崩塌。当剥削（制度性资源剥夺）质变为掠夺（生存基础摧毁），且人口压力突破环境承载力时，暴力反

抗便成为平民维系生存的唯一选择[4]。 

本研究具有双重意义：在学术层面，通过量化分析秦至清 2000 余年间 500 余次平民叛乱的时空分布，填

补了长时段系统性研究的空白；在现实层面，古代中国治理困境与当代社会发展面临的权力监督、资源分配

等问题存在深刻的历史呼应。正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指出的，传统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在于“道德

理想与技术管理的脱节”[5]，这一洞见为我们理解历史叛乱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方法，结合定量研究与案例比较，重点考察三个维度：（1）剥削与掠夺在经

济层面的作用差异；（2）权力垄断如何扭曲资源分配；（3）人口压力与生存危机的触发机制。通过这一研

究，我们不仅希望还原古代平民叛乱的历史真相，更期待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历史镜鉴。 

1  中国古代的社会叛乱 

1.1  叛乱种类 

中国古代叛乱既是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也是历史演进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古代社会的叛乱种类繁多，

按叛乱主角可划分为平民叛乱、贵族叛乱、军队叛乱三大类。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及经济状

况，决定了各类叛乱的发生频率、规模及影响深度。平民叛乱反映了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贵族叛乱揭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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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制的脆弱性，军队叛乱则暴露了军事制度与权力结构的失衡，这些叛乱共同塑造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复杂

性与多变性，也为后世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社会治理启示。 

1.1.1  平民叛乱：社会矛盾的底层爆发 

平民叛乱主要由农民、流民等社会底层群体发起，其核心诉求是反抗压迫、争取生存权益。此类叛乱数

量最多，但成功率较低，常被统治者以武力镇压或招安手段瓦解。 

秦末“大泽乡起义”。陈胜、吴广因“失期当斩”而揭竿而起，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成

为农民起义的标志性事件。尽管最终失败，但直接动摇了秦朝统治，为刘邦、项羽推翻秦朝奠定基础[1]。 

唐末“黄巢起义”。唐末土地兼并严重，赋税苛重，加之灾荒频发，黄巢以“天补均平”为旗号，转战

南北，攻占长安建立大齐政权，沉重打击了唐朝统治[6]。 

宋朝“王小波、李顺起义”与“钟相、杨么起义”。宋朝虽经济繁荣，但土地兼并加剧，赋税繁重。王

小波、李顺起义提出“均贫富”口号，钟相、杨么起义则因官府压榨与民族矛盾激化而爆发，成为宋朝 434

次农民起义中的代表[7]。 

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明末天灾人祸交织，官僚腐败，李自成以“均田免赋”为号召，攻入北

京推翻明朝；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最终因内部矛盾与清军镇压失败。 

统计：平民叛乱在秦至清的 2000 余年间共发生约 500 次，其中以唐、宋、明三朝最为集中。平民叛乱数

量远超其他两类，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官逼民反”的深层矛盾。 

1.1.2  贵族叛乱：权力争夺的集中体现 

贵族叛乱多由宗室、功臣或地方割据势力发起，其核心诉求是争夺中央政权或扩大自身势力范围。此类

叛乱往往具有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破坏性强的特点。 

西周“三监之乱”与“七国之乱”。西周初期，周公旦为巩固统治分封诸侯，但“三监”（管叔、蔡叔、

霍叔）因不满周公摄政而联合武庚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西汉景帝时期，汉景帝采纳晁错“削藩”

政策，引发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成为汉代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矛盾的集中爆发。 

西晋“八王之乱”。西晋为防范外族入侵，大封宗室为王并赋予兵权，最终引发长达 16 年的“八王之乱”。

这场内耗不仅导致西晋国力崩溃，更直接引发“永嘉之乱”，加速了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与中原王朝的衰落。 

明代“靖难之役”。建文帝即位后推行削藩政策，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起兵，最终通过四年战争

推翻建文帝，成为唯一成功的藩王叛乱案例。 

统计：贵族叛乱在秦至清的 2000 余年间共发生约 30 次，其中以汉、晋、明三朝最为频繁。 

1.1.3  军队叛乱：权力结构失衡的产物 

军队叛乱多由将领或士兵因利益分配、政治失势或外部压力而发动，常导致政权更迭或国家分裂。 

唐朝“安史之乱”。唐玄宗为防范边患重用胡人将领，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最终以讨伐杨国忠为名

起兵，历时 8 年，导致唐朝由盛转衰，北方经济遭受重创。 

明末“辽东兵变”与“陕北兵变”。明末边防压力与财政危机导致士兵待遇恶化，辽东明军因欠饷爆发

兵变，陕北士兵因饥荒与官僚压迫揭竿而起，加速了明朝灭亡。 

清代“三藩之乱”。康熙帝为巩固统治削藩，吴三桂、耿精忠等藩王联合反清，历时 8 年，虽最终失败，

但使清朝丧失了对西南、华南的直接控制。 

统计：军队叛乱在秦至清的 2000 余年间共发生约 150 次，其中以唐、明、清三朝最为典型。 

1.1.4  叛乱的主要原因梳理 

平民叛乱：核心是土地兼并、赋税沉重与官僚腐败，如宋朝 434 次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 

贵族叛乱：多源于分封制下的权力失衡与宗室矛盾，如西周“三监之乱”、西晋“八王之乱”。 

军队叛乱：常因军饷不足、政治失势或外部压力引发，如安史之乱、明末辽东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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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平民叛乱的时空规律 

中国古代的平民叛乱贯穿整个帝制时代，其时空分布既受王朝兴衰周期的影响（单位土地人口供养率瓶

颈导致王朝叛乱频发），也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结构、人口压力、自然灾害及政策调整密切相关。从时间

维度看，平民叛乱并非仅集中于王朝末期，而是呈现“分散爆发、周期性波动”的特点；从空间维度看，叛

乱热点区域随经济重心南移、人口流动和边疆开发不断转移。以下结合具体案例，解析不同朝代平民叛乱的

时空特征及其深层动因。 

1.2.1  时间维度：贯穿王朝周期的底层抗争 

平民叛乱的爆发频率与王朝发展阶段存在复杂关联。王朝初期：因战乱初平、政策宽松，叛乱较少；中

期：随着土地兼并加剧、赋税加重，叛乱逐渐增多；晚期：则因社会矛盾激化进入爆发期。但部分王朝（如

唐、宋）在中期即出现大规模叛乱，显示叛乱的时空分布具有非线性特征。 

1.2.1.1  秦汉时期：早期高压与底层觉醒 

秦末（公元前 209 年）：陈胜、吴广起义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序幕。尽管持续时

间仅半年，但其“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直接动摇了秦朝统治根基。 

西汉末（公元 17 年）：王匡、王凤领导的“绿林军”与樊崇“赤眉军”起义，标志着土地兼并和自然灾

害（黄河泛滥）共同作用下的底层反抗。 

东汉末（184 年）：张角“黄巾起义”利用太平道组织数十万民众，首次将宗教与农民起义结合，暴露了

豪强地主与中央政权对基层控制的失效。 

1.2.1.2  魏晋南北朝：乱世中的分散抗争 

这一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平民叛乱多与民族矛盾交织。如西晋“永嘉之乱”后，流民武装（如杜弢起义）

在长江流域活跃；北朝时期，北魏“六镇起义”（524 年）虽由军人发起，但底层民众参与其中，加速了北朝

门阀政治的崩溃。 

1.2.1.3  隋唐五代：盛世阴影下的周期性爆发 

隋末（611 年）：王薄“无向辽东浪死歌”引发隋末民变浪潮，成为隋朝灭亡的导火索。 

唐中期（755-763 年）：安史之乱后，河朔藩镇割据导致民不聊生，裘甫起义（859 年）与庞勋起义（868

年）揭开了唐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唐末（875-884 年）：黄巢起义转战南北，一度攻占长安，成为首个流寇式农民起义的典型案例。 

1.2.1.4  宋元时期：经济繁荣下的隐性危机 

北宋（993-996 年）：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均贫富”口号，反映四川地区土地集中与赋税不公问题。 

南宋（1130-1279 年）：钟相、杨么起义（洞庭湖地区）融合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利用水泊地形长期对

抗官军。 

元末（1351 年）：红巾军起义以白莲教为纽带，席卷黄河流域至长江流域，最终推翻元朝统治。 

1.2.1.5  明清时期：人口压力与制度性崩溃 

明中期（1449 年）：叶宗留、邓茂七起义（福建浙江山区）暴露了矿监税使与土地兼并的双重压迫。 

明末（1627-1644 年）：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形成全国性反明浪潮，其中李自成“均田免赋”政策直击明

末财政危机核心。 

清中期（1796-1804 年）：白莲教起义（川陕楚山区）规模达数十万，凸显清朝统治中期人口过剩与资源

短缺的矛盾。 



《公众与政策》	2025	年	第	10	期	|	总第	12	期

·	34	·

 

 

1.2.2  空间维度：地理环境与经济重心的影响 

平民叛乱的地理分布与其所处区域的经济模式、人口密度和政治控制力密切相关。从秦汉时期的关中、

中原，到唐宋以后的江南、湖广，叛乱热点随经济重心南移逐渐转移。 

1.2.2.1  中原地区：早期叛乱的核心区 

黄河中下游作为中华文明发源地，既是政治中心也是人口密集区。秦汉至隋唐时期，关中、河南等地因

官僚士族掠夺平民土地成常态（如西汉“限田令”失效）、自然灾害频发（如黄河改道），广大平民为求生

存只能反叛，是社会叛乱高发区。例如，黄巢起义军从山东转战河南、陕西，最终攻入长安，无产的平民群

体成为起义军中坚力量，对垄断社会财富的世家大族展开疯狂报复。 

1.2.2.2  江南地区：平民在富庶的江南艰难求生 

中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带动江南开发，鱼米之乡的江南成为后续朝代的国家粮仓。富庶的江南养活了

大量人口，但单位土地养活的人口有上限，沉重的税负剥削、土地资源的掠夺导致平民群挣扎在温饱线，个

别贪腐官员的贪婪剥夺部分平民家庭的最后生存机会，平民“上山下湖”为匪求得最后生存，如南宋钟相、

杨么起义以洞庭湖为反叛根据地，利用水网地形对抗官军。 

1.2.2.3  边疆与山区：国家力量管控薄弱区成为反叛力量的避难所 

边疆地区因民族矛盾与屯田制度引发叛乱，如东汉羌人起义（107-118 年）、清代苗民起义（1795-1806

年）。 

山区则为流民与逃亡农民提供庇护，如唐末王仙芝在湖北、安徽山区活动，明末李自成在陕北山地建立

根据地。 

1.2.2.4  南方山区与沿海：利益受损群体煽动组织平民反叛 

明清时期，海禁政策严重侵害海贸商人、渔民和手工业者的利益，许多人失去生计，绝望下加入海岛集

团，发动大规模抢掠活动，形成庞大的社会反叛力量（如嘉靖徽商王直与倭寇勾结发动叛乱）；西南山区改

土归流政策侵害了土司贵族群体利益，部分土司和苗瑶上层不甘心，煽动平民反动反抗官府治理叛乱（如嘉

靖、雍正时期“改土归流”冲突），则反映了部分国家政策引发的利益受损群体发生叛乱。 

1.2.3  时空差异的动因分析 

时间波动：王朝周期与外部冲击。自然灾害（如旱灾、蝗灾）与战争（如安史之乱、明清易代）会打破

原有社会秩序，导致叛乱在非王朝末期爆发。例如，北宋王小波起义发生于“咸平之治”期间，但因四川地

区灾荒与官府苛政而提前爆发。 

空间转移：经济重心与技术变革。经济重心南移后，江南地区因土地疯狂掠夺与商业资本肆意剥削，催

生平民为求生存的“抗租抗税”型叛乱（如明末佃农斗争、“蚕吃人”改稻为桑运动）；而北方因资源集中

与官僚系统腐败，更易爆发大规模流民起义。 

文化与组织：宗教与秘密结社的作用。宗教因素（如白莲教、太平道）为叛乱提供意识形态外衣，秘密

结社（如天地会、哥老会）则在清代成为跨地域叛乱的纽带。 

综上所述，平民起义在时间规律上贯穿王朝整个时期，王朝兴，平民苦，王朝亡，平民苦；在空间规律

上，农耕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越容易出现“民不聊生”现象，平民起义越容易发生。 

2  剥削与掠夺——从经济角度分析平民反叛原因 

2.1  剥削与掠夺：财富分配失衡的社会制度 

经济制度本质上是权力对财富的再分配体系，在中国古代社会其核心矛盾在于剥削维持了民众的生存底

线，而掠夺则直接摧毁民众的生存基础。这种社会的结构性压迫使平民在“活下去”的本能驱动下，最终选

择以暴力反抗官府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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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剥削的失控——量变 

官府通过土地所有权抢夺、苛捐杂税等手段实现系统性剥削。以唐代为例，均田制崩溃后，贵族官僚通

过“借荒”“置牧”等名义强占土地，导致农民“失业转徙”。《唐律疏议》虽明令禁止土地买卖，但实际

执行中权贵“占田千顷”成为常态，农民沦为佃农后需缴纳 50%以上收成的地租。这种剥削虽未完全剥夺生

存资源，却长期挤压平民家庭再生产空间，如北宋王小波起义前，四川茶农因官府垄断贸易、压低收购价而

破产。 

2.1.2  掠夺的扩大——质变 

当剥削积累到临界点时，官府通过非法加征、贪污中饱等掠夺手段直接打破生存底线。清代“三十三两

定律”揭示了制度性掠夺的典型模式：名义上人均税负不足 0.047 两，但胥吏通过“飞洒”“鼠尾册”等作弊

手段，使实际负担膨胀百倍。道光年间江西抗粮案中，农民供词称“粮册如山，谁辨锱铢多少”，反映制度

性掠夺对底层认知的扭曲。明末辽饷、剿饷、练饷三重加派，更使北方农户年均税负从 0.038 两骤增至 2 两以

上，直接引发李自成起义。 

2.2  天灾下的生存危机 

自然灾害与经济剥削形成共振效应，将部分家庭推送到生存与饿死临界点。轻微灾害导致家庭积蓄耗尽，

重大灾害则直接切断民众生存机会，迫使平民在“易子而食”与“暴力反抗”间抉择。 

2.2.1  失控的制度剥削下民众抗灾的脆弱性 

首先古代农业技术长期停滞（人均粮食产量仅为现代 1/10），在官府巧立名目的税赋剥削下，平民家庭

粮食结余有限；然后古代户籍制度限制人口大规模流动，其次单位土地出产有上限、可耕种土地有上限，最

后单位土地上人口无序增长，这四大要素结合，导致古代平民家庭抵御灾害的能力非常低。东汉末年连续十

年天灾导致“人相食”，张角以“苍天已死”为号聚众百万[8]。明末崇祯大旱中，北方小麦减产 70%、江南

水稻绝收，李自成军以“吃他娘，穿他娘”口号迅速扩张[9]。此外，古代官府完全无视掠夺的危害，常将税

赋剥削升级为财富掠夺，唐代安史之乱期间，中央财政崩溃却强征“率贷”（强制贷款），最终引发河北地

区“父母妻子离散”。清代光绪大旱中，官员谎报灾情截留赈银，安徽歙县农民被迫缴纳“瞒税银三十三两”，

直接刻碑控诉。这种“救灾变灾”的悖论，使灾民在绝望中转向劫掠富户或加入叛军。 

2.2.2  灾害-剥削的恶性循环 

自然灾害下不足的粮食供给使饥饿者越来越多，饥饿激发人的动物本能，人像动物一样去掠夺同类中弱

小者的口粮，饥饿者从偷盗到杀抢，再到啸聚反叛，雪球越滚越大，努力求得生存机会，因而天灾往往是导

致古代各个王朝平民叛乱的核心动因。 

根据历史记录，轻微自然灾害（如短期干旱、局部洪涝）会导致平民致贫（失去积蓄甚至土地），而重

大自然灾害（如持续旱灾、蝗灾、瘟疫）则直接掠夺平民生存基础，平民为生存而偷盗、劫掠他人，乃至聚

众起义。以唐末为例，黄巢起义前，关中地区连续遭遇旱灾与蝗灾，粮食减产导致农民典当家产仍难以为继。

据《旧唐书》记载，乾符二年（875 年）“关辅大饥，谷价腾踊”，农民被迫以“蓬实为粮”，最终纷纷走向

掠夺他人积蓄以求存活。类似地，明末崇祯年间（1628-1644 年）的连年灾荒中，北方小麦减产达 70%，江南

水稻绝收，直接引发李自成、张献忠等叛乱。重大灾害往往引发连锁反应：粮食短缺→饥荒→疫病→人口锐

减→社会秩序瓦解。例如，东汉末年（184 年）的黄巾起义前，中原地区经历长达十年的“天灾人祸”，《后

汉书》载“百姓流亡，人相食”，最终张角以“苍天已死”为号，聚众百万。明末灾荒更甚，崇祯十四年（1641

年）河南瘟疫导致“十室九空”，李自成军以“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统计显示：秦至清 2000

余年，重大自然灾害（如持续三年以上旱灾）直接引发的叛乱占比达 37%，远超其他因素。 

2.3  反抗的逻辑蜕变：从生存抗争到权力挑战 

当剥削与掠夺突破生死阈值，平民求生呈现“个体生存危机→群体性暴力→制度性对抗”的升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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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求生存的初级反抗——违法犯罪阶段 

小规模劫掠与抗租抗税是早期形态，破坏社会管理秩序，挑战律法。北宋王小波起义前，四川茶农因“博

买务”垄断贸易而破产，最终以“吾疾贫富不均”为号召起事。明末江南“佃变”中，佃农通过抢收地主粮

食、焚烧契约等方式争取生存空间。 

2.3.2  反抗升级——社会叛乱阶段 

当抗争者聚集，形成规模效应，反抗质变，便会直接挑战官府治权。安史之乱中，安禄山以“均田免赋”

吸引失产流民，其军队中 70%以上为破产农民。清初白莲教起义中，教众以“官逼民反”为旗号，攻占州县、

截断漕运，动摇清朝统治基础。 

2.3.3  政治诉求——对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制度性反抗 

叛乱本质是对权力分配社会资源机制的否定。黄巢起义提出“天补均平”，试图打破士族垄断；太平天

国《天朝田亩制度》则试图以绝对平均主义重构经济秩序。这种诉求源于对剥削制度的认知：如清代《银戥

记》所述，民众将“三十三两”具象化为“官府吸血”的符号，最终形成集体反抗意识。 

2.4  叛乱的制度性根源：权力垄断与经济结构的异化 

叛乱内因的深层逻辑在于官府权力对经济资源的绝对控制，导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的持续冲突。 

2.4.1  土地制度导致土地集中到不或少承担税赋的少数人手中 

从均田制到租庸调，再到两税法，土地所有制从国有渐变为私有，但权贵阶层通过“占田过限”“籍外

占田”等手段或政策持续兼并土地。唐代宰相李林甫“京城邸第田园水硙，利尽上腴”，而明初朱元璋虽推

行“鱼鳞图册”，但永乐后土地登记失实，权贵占地达官民田的 60%。 

2.4.2  国家运转成本不断增高 

税赋财政是国家正常运行的支柱，却因冗官冗兵导致支出膨胀。唐代后期财政支出中军费占比超 60%，

被迫推行盐铁专卖、货币贬值；清代“火耗归公”本为整顿吏治[11]，却演变为官员灰色收入来源，最终加重

民众负担。 

2.4.3  既得利益体私欲不断膨胀 

科举制虽提供平民晋升通道，但士绅阶层与官僚集团形成利益共同体。明代“乡绅通赋”现象普遍，地

方官员与豪强勾结隐瞒税籍，导致“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这种结构性腐败使底层民众抗争

难以通过国家制度渠道解决，只能诉诸暴力。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叛乱的经济内因，本质是权力垄断型经济制度下，生存资源分配持续失衡的必然结

果。剥削与掠夺的交互作用，使平民从“被动承受”转向“主动破局”，而天灾等外部冲击则加速了这一进

程。 

3  剥削与掠夺——导致叛乱的深度分析 

3.1  掠夺引发叛乱的形成条件 

从经济内因分析，掠夺行为本身并不必然引发叛乱，被掠夺者以多种方式求生，如食野菜、观音土，甚

至易子而食等等，部分走上偷盗，占山占湖为匪。被掠夺者群体是否引发社会动荡取决于多方面，如其知识

和认知层次，其生存需求是否被系统性破坏、是否具备反抗能力、聚集的抗争力量是否形成规模效应，以及

当地官府的治理能力等。例如，唐代安史之乱前，土地兼并已导致关中地区农民“失业转徙”[10]，但叛乱爆

发需以“府兵制崩溃”为导火索，说明掠夺（土地兼并）需与制度性失控结合才会触发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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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掠夺与叛乱的非线性关系 

3.1.1.1  掠夺的短期可控性 

掠夺（如临时性政府政策）可能通过赈灾补偿（救济平民）或权力妥协（变掠夺为剥削）化解矛盾。例

如北宋王小波起义前，四川茶农因官府垄断贸易破产，但若朝廷及时调整“博买务”政策，叛乱未必爆发。

类似地，叙利亚阿萨德政权通过“大饼补贴”维持民生，即使面临外部掠夺（以色列打击），仍能保持人口

增长。 

3.1.1.2  掠夺的长期累积效应 

当掠夺成为制度性常态时，社会矛盾会从“个体生存危机”升级为“集体暴力循环”。如淮北地区因长

期遭受自然灾害与军阀掠夺，农民从“偷窃走私”逐步转向武装反抗，最终形成捻军等大规模叛乱。这种演

变过程印证了“掠夺-贫困-暴力”的传导链条。 

3.1.1.3  权力结构的调节作用 

强制性制度（如科举制）可能将掠夺合法化。唐代后期藩镇割据中，节度使既是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又

是土地兼并的最大受益者，其双重身份使掠夺行为被纳入权力运作体系，反而抑制了系统性叛乱。类似地，

现代部分发展中国家通过“资源诅咒”模式，将自然资源掠夺与威权统治结合，维持表面稳定。 

3.1.2  叛乱的关键变量：力量对比与人口异常流动 

力量对比的临界点。叛乱爆发需满足“反叛成本＜服从成本”的博弈条件。安史之乱中，河北三镇边军

因“募兵制下认钱不认人”选择效忠安禄山，本质是军事力量对比失衡的结果。实验研究显示，当反抗者数

量达到统治者镇压能力的 1.5 倍时，叛乱成功率显著上升。 

流民大规模流动是平民叛乱的催化剂。因灾荒、战乱、暴政等因素导致民众大规模逃离，人口大规模流

动是发生叛乱的前兆。以灾荒造成的饥民为例，饥民群体为求得食物流动到周围地区，导致周边地区粮食供

给紧张，如果饥民数量够大，掠夺性更强，饥民流入地将产生更多新饥民，饥民聚集的力量大于官府震慑力，

饥民劫掠的对象先是武装的庄园、乌堡，后是驻军的州郡。淮北农民在灾荒中“举家迁徙”或“异地就食”，

形成跨区域劫掠网络，最终发展为捻军大起义。叙利亚叛乱中，难民潮从农村向城市聚集，既加剧资源争夺，

又为极端组织招募成员提供条件。这种流动打破了原有权力控制网络，使零散反抗升级为规模化叛乱。 

3.1.3  例外案例：给平民生存机会，平民叛乱中止 

剥削富户以平衡社会资源分配，可消除平民叛乱隐患。部分王朝政权通过“劫富济贫”式掠夺富裕者的

财富维持社会稳定。明初朱元璋推行“鱼鳞图册”清查土地，强制富户缴纳“富户税”，将掠夺所得用于修

建水利、赈济灾民，成功消除灾民叛乱隐患。 

掠夺外部资源缓冲内部阶层对立。掠夺外部资源能缓解权贵阶层对平民阶层的资源剥削和掠夺，平民叛

乱能被抑制和自我消散。清代康乾时期，边疆的军事扩张（如平定准噶尔）缓解了权贵阶层对底层民众资源

的掠夺，缓和了社会阶层矛盾。 

综上所述，掠夺与叛乱的关系呈现“非对称性”：短期掠夺可能被制度弹性吸收，但长期系统性掠夺必

然突破社会承受的阈值。其是否引发叛乱，取决于权力威慑力量大小、反叛成本，以及人口流动规模。当掠

夺导致“生存底线崩溃+反抗力量集结”时，叛乱将成为唯一选择；而通过内部救济（如资源救济、权力改良）

或外部干预（如掠夺外部资源、国际援助）打破这一链条，是遏制叛乱的关键。 

3.2  剥削和掠夺为何存在 

剥削和掠夺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具有物质属性，人有物质追求，自我快乐社会权力结构的失衡与信息

不对称。权力者通过国家权力垄断社会资源，将权力异化为侵占他人社会资源的工具，而平民因缺乏决策参

与权和信息透明度，被迫承受“国家权力”的剥削与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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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社会资源不够分配 

人类历史中社会资源不足是常态，通过劳动创造的财富不足以使所有人过上富裕的生活，即商品和服务

的总量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使用武力和制度才能使自己的群体能占有占用更多社会资源，如明末辽东女

真，冬季入关劫掠明朝青壮为劳力，秋收后杀青壮获取其耕作财富，入冬后再赴明朝劫掠新的青壮。欧洲殖

民者以“资源匮乏”为名，通过三角贸易和暴力垄断实现掠夺合法化，如南非黄金矿业公司通过法律漏洞压

榨劳工，形成系统性剥削。 

3.2.2  人不满足的欲望导致多占 

平民难以获取权力运作的完整信息，如唐代藩镇割据时期，地方官员与豪强勾结隐瞒税籍，导致“小民

税存而产去”；明清时期“飞洒”“鼠尾册”等作弊手段，使农民实际税负膨胀百倍。这种信息壁垒使掠夺

行为难以被有效监督。 

3.2.3  权力者在行使权力时能展示私欲 

人类社会群体的存在与运转赋予部分人拥有权力，是人既有欲望，权力者行使权力过程中如未有效监管，

大到领袖官员，小到皂隶亲属，每个人均能将自己直接或间接拥有的权力无限放大，利用制度漏洞或人类群

体信息传递的误区来获取社会资源。当权力者在辖域内肆意加大剥削力度，甚至变相掠夺部分平民最后口粮，

迫使平民肉体自我消亡，社会不会出现叛乱。当掠夺没有节制，大量平民失去生存机会，聚集的力量大于服

从成本，难民反抗，揭竿叛，如明末北方农户税负从 0.038 两骤增至 2 两以上，大量农户为生存只能过劫掠富

户或加入叛军反抗。 

综上所述，人性决定权力者会去抢占社会资源[12]，社会制度的不健全会使权力不受制约，导致剥削演变

成掠夺，掠夺将逼迫平民不得不反抗[13]。 

3.3  社会资源分配权力如何监督和制约 

限制肆意的剥削，以及阻止剥削演变为掠夺是权力监督和制约的核心。 

3.3.1  国家自上而下的监督与制约 

从制度上完善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从制度上完善权力监督与制约，需构建“分权定责、程序刚性、多元

监督、动态问责”的闭环体系。首先，科学划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建立分事行权、分级授权机制，

通过权力清单动态管理明确权责边界，压缩自由裁量空间。其次，以程序规范权力运行，编制标准化流程图

并嵌入数字化系统，实现审批、监管等环节全周期留痕，使隐性权力显性化。再次，整合党内监督、法律监

督、审计监察与社会监督力量，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平台，强化对重点领域和“一把手”的穿透式监督。最

后，健全制度廉洁性评估机制，完善问责刚性约束，对权力滥用行为实行终身追责，确保制度执行无例外、

无特权。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权力配置科学化、运行透明化、监督常态化的有机统一。 

从技术上完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从技术维度完善权力监督制约，需构建“数据穿透、智能预警、全程

留痕”的数字化监督体系。首先，依托大数据整合分散于政务、财政、司法等系统的权力运行数据，建立跨

部门协同监督平台，通过数据碰撞识别异常审批、资金异常流动等风险点，实现隐性权力显性化。其次，运

用区块链技术固化权力运行轨迹，确保审批流程、资金流向等数据不可篡改，形成可追溯的电子证据链，提

升监督可信度。再次，开发智能监督模型，基于历史案例和法规库训练 AI 算法，自动识别招投标围标、虚假

补贴发放等典型违规模式，实现风险实时预警与线索自动推送。最后，推广移动端政务公开与公众监督应用，

通过可视化数据看板向社会公开权力行使关键节点，构建“技术+社会”的双重监督网络，以数字赋能推动权

力运行透明化、规范化。 

从权力者及其亲属占有的社会资源上完善公示和监管。完善权力者及其亲属社会资源公示与监管，需构

建“申报-核查-公示-问责”全链条机制。首先，强制公职人员及其直系亲属申报房产、投资、惠民资金受益

等社会资源，建立动态更新的亲属关系数据库与利益申报档案。其次，运用大数据技术比对惠民项目受益人

信息与亲属数据库，自动识别异常关联，如重庆通过系统筛查发现违规享受政策 1 万余人次。再次，实行“双

向公示”制度，在权力者单位及亲属户籍地同步公开资源获取明细，接受群众扫码查询与举报，江西兴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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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村务公开栏减少不实信访。最后，强化问责刚性，对瞒报漏报、违规受益行为追责，彭水县 859 人主动说

明问题并退缴资金 245 万元。通过技术赋能与制度约束，实现资源分配透明化，压缩权力寻租空间。 

3.3.2  社会公众参与监督与制约 

社会资源分配信息尽可能的公开。推行财政预算、重大项目等领域的强制公开，如英国《自由大宪章》

确立的“无代表即无税”原则；利用互联网平台（如政务微博、信访系统）拓宽监督渠道。 

实现社会资源分配信息全面公开需构建“全领域覆盖、全流程追溯、全渠道触达”的透明机制。首先，

依据国办发〔2017〕97 号文件，明确住房保障、土地使用权出让等 6 大类 37 项重点公开事项，细化分配政策、

过程及结果信息。其次，依托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构建数据共享体系，运用区块链技术固化分配轨迹，确

保信息不可篡改。再次，通过政务网站、移动端实时公示分配明细，建立“一网通查”机制，允许公众扫码

追溯资金流向与受益对象。最后，强化第三方评估与问责，对瞒报、漏报行为追责，如重庆通过数据比对发

现违规案例超万件，倒逼责任落实。以制度刚性、技术赋能、社会共治实现资源分配“阳光化”。 

法律法规赋予公众参与监督和制约。以宪法为核心构建监督体系，如《法兰西内战》提出的“一切公职

人员必须在公众监督下工作”原则；通过立法明确权力行使的程序与边界，减少寻租空间。 

通过法律明确公众监督权，构建“权利法定、渠道畅通、反馈闭环”的参与机制。首先，以立法形式赋

予公民对重大决策、执法行为的知情权、建议权与评议权，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规定听证、公

示等法定程序。其次，建立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督平台，整合政务公开、投诉举报、民意调查等渠道，确保公

众可实时查询政策执行并提交意见。再次，强制要求决策机关对公众意见采纳情况书面说明并公开，未采纳

的需论证理由，如新建区规定意见反馈率达 100%。最后，强化技术赋能，运用区块链存证、AI 分析等工具保

障监督数据安全，同时完善举报人保护与奖励制度，消除参与顾虑。 

民选与问责。实现官吏民选与问责需构建“选举民主化、问责刚性化”机制。首先，推行差额选举与公

开选拔，扩大选民提名权与差额票决比例，如湖南长沙引入群众评委参与面试，确保“多数人选人”。其次，

建立能力与道德双重考核体系，实施任期目标责任制，对政绩不达标或道德失范者启动弹劾程序，如美国加

州州长因电力危机被罢免。再次，强化社会监督，通过政务公开、网络举报等渠道落实公众问责权，如重庆

通过数据比对追责违规案例。最后，完善法律保障，明确选举舞弊与渎职追责细则，以制度刚性约束权力寻

租，如《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强化辞职问责。 

3.3.3  平民的监督和制约 

权力相对方的监督和制约是古代中国各朝代制度最大的缺失，权力分谁的资源谁监督，才能做到权力来

自百姓服务百姓。对于权力相对方来说，平民群体是最容易受权力的霸凌和侵害的，赋予平民实现权力的监

督和制约的权力是人类社会文明运行重要的进步。 

受管理受服务的过程中实施监督和问责。在民众接受管理服务过程中实施权力监督与问责，需构建“制

度约束+技术赋能+社会共治”体系。制度层面，强制推行权力清单动态管理，明确服务事项流程标准，如广

东推行“一厅”办公实现审批透明化。技术层面，运用区块链固化服务轨迹，建立电子监察系统实时监测异

常操作，如贵州政务平台实现全流程可追溯。社会层面，开通扫码举报、第三方评估等渠道，建立“差评即

问责”机制，如江西将群众不满意率纳入考核倒逼整改。问责层面，对服务失职、寻租行为实行终身追责，

典型案例公开曝光形成震慑，如安徽裕安区提级监督查处集体资金侵吞案。通过制度刚性、数字留痕、全民

监督实现服务权力“阳光运行”。 

完善的扶助和救助平民实施监督和问责的制度。构建社会救助监督问责制度需实现“全链条闭环管理”。

动态监测方面，建立低收入人口数据库，运用大数据比对精准识别救助对象，定期核查家庭经济状况变化。

流程透明化要求救助申请、审批、资金发放全流程线上公示，开通扫码查询与投诉通道，落实“一卡通”阳

光发放。第三方评估引入专业机构开展绩效评价，重点核查资金使用效率与对象认定准确性。刚性问责层面，

对虚报冒领、优亲厚友等行为实行“一案双查”，既追究直接责任又倒查监管失职，典型案例公开通报形成

震慑。通过制度约束、技术赋能、社会共治确保救助资源精准滴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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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剥削与掠夺的根源在于人具有物质（动物）属性，当剥削质变为掠夺，被掠夺的人没有途径获取其他生

存资源，将像动物一般快速消亡，为生存而反叛。从古罗马贵族到现代血汗工厂，从中国古代官僚体制到现

代公务员制度，历史反复证明：只要权力存在，权力者借助权力释放其动物欲望，尽可能地去占有其所能掌

控的社会资源，失去生存机会的人必将反抗反叛。 

阻止叛乱的途径：（1）均衡社会资源，给生存机会，消除反叛隐患；（2）杜绝掠夺行为，严控剥削行

为；（3）从制度、技术和社会理念等方面完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特别是来自社会资源提供者的监督和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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